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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人类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机融合与多元共生，颠覆了传统译论中译者单一身份的认知。受

翻译技术普及与全球化交流影响，译者从翻译活动单一中心转变为多元协作主体，打破传统二元对立。后人类主

义下，译者呈现 “创译者”“协调者” 等新身份，兼具多重角色且动态调整。这推动翻译理论革新与实践优化，也

对译者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研究指出，译者身份的转变是科技文化发展必然，未来应聚焦新兴翻译领域及二者深

层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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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后人类主义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学术思潮，在学界影响力不断攀升。其源于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
批判，旨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重构人与非人类关系。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的突破，人类生活、
认知与自我认知面临巨大冲击，后人类主义为审视人类存在、价值及与环境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译者身份一直
是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从早期的 "忠实仆人" 到强调主体性、创造性，其定位经历复杂演变。后人类主义的出
现，为译者身份研究注入新活力。它打破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等传统二元对立，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译者在
翻译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化对译者身份多元性、复杂性的理解。在翻译实践中，计算机辅助翻译与人工智能技术
的普及，使译者与机器协作愈发紧密，工作方式与身份也随之改变。后人类主义视角下的译者身份研究，有助于
揭示当代翻译活动新特征与规律，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创新。

二、后人类主义理论概述

2.1 后人类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后人类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当时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控制论和信息论的
兴起，引发了人们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深刻反思。这些新兴技术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在世界中的地
位产生了动摇，为后人类主义的诞生埋下了种子。在早期阶段，后人类主义主要体现在科幻文学与电影中，类似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学术思潮开始兴起。这一时期，
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传统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等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
为后人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福柯通过对知识、权力和主体的考古学分析，揭示了人的概念是历
史性的建构，否定了传统的先验主体观念，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强调对文本和
意义的开放性解读，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后人类主义打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提供了方法论
启示。与此同时，自然科学领域的新进展，也为后人类主义提供了现实依据。[1]

在这一背景下，后人类主义者开始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 1985 年
发表的《赛博格宣言》中，提出了 “赛博格”（Cyborg）的概念，即半机械人，是有机体与机器的混合体。她认
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正逐渐与机器融合，赛博格将成为后人类时代的主体，这种融合打破了传统的人与机
器、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等二元对立的界限，为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进入 21 世纪，
后人类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后人类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科技的发展密切
相关。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不断为后人类主义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思考方向，而后人类主义的理论探索也反

作者简介：杨海涛（2000—），男，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笔译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9

过来影响着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态度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推动着社会和科技朝着更加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方向发
展。

2.2 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观点

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观点围绕着对人类主体观念的变革展开。传统哲学中，人类被赋予了独特的地位，拥有超
越其他存在的理性、意识和自由意志，被视为独立、自主且具有固定本质的主体。后人类主义则认为人类主体并
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与技术、自然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和塑造的。

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认为技术不再是外在于人类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塑造人类存在的内
在因素。唐娜・哈拉维提出的 “赛博格” 概念就是这种融合的典型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可穿戴设备、植入
式医疗设备等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方式，甚至影响了人们的
生理和心理状态。这些技术的应用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使得人类的身体和认知能力得到了拓展和增强。
这些技术的介入，改变了人类的身体构成和生活体验，使得人类与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关
系。

后人类主义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和平等性。
人类不再被看作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生
态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支持，人类的活动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
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不仅威胁
着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了挑战。后人类主义呼吁人们转变观念，树立生态意识，与自
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3]

三、传统译者身份的界定与特征

3.1 译者身份的传统认知

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往往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和从属的地位。“隐身人” 和 “奴仆” 则是两种较为
典型的代表。

“隐身人” 这一比喻，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存在，使译文如同原文的直接呈现，而
不留下译者个人的痕迹。这种观点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是透明的，读者通过译文能够直接接触到原文作者的思
想和意图，而不会察觉到译者的介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
身：一部翻译史》中，对这种传统的译者 “隐身” 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在西方翻译史上，从古典时
期到现代，译者的隐身一直是一种主流的翻译规范。在这种规范下，译者被要求遵循原文的语言形式、风格和文
化背景，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而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文化背景则被压抑和忽视。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但也使得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4]

“奴仆” 这一比喻则更加直接地体现了译者在传统观念中的低下地位。译者被视为原作者的仆人，其职责仅
仅是忠实执行原作者的指令，将原文的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读者，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动或创新。
这种观念将译者置于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完全否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传统的翻
译批评中，译者如果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阐释或发挥，往往会被指责为不忠实于原文，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
这种对译者的严格限制，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难以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

传统观念对译者身份的束缚，主要源于传统译论往往强调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将忠实于原文视为翻译的首要
目标。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
准确地复制原文，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创造性，将翻
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机械行为。传统的文化观念也对译者身份产生了影响。在一些理论中，原作者被
视为权威和神圣的存在，其作品具有不可侵犯的地位，而译者则被认为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角色。在这种文化背
景下，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很难得到认可和尊重。[4]

传统译论中对译者身份的这些认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和忠实性，但也限制了译者的发
展和翻译研究的深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的不断演进，人们逐渐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主
体性，开始重新审视译者的身份和角色。

3.2 传统译者身份的主要特征

传统翻译观念中，要求译者准确传达原文所表达的信息，不得随意增减或歪曲原文内容。严复提出的 “信、
达、雅”，将 “信” 置于首位，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泰特勒在《翻译原理简论》中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其中第一条就是 “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内容忠实的重视。[5]在风格方面，译者需尽力保留
原文的语言风格。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要注重风格的传达，因为风格往往是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情感表达上，译者要准确把握原文所蕴含的情感基调，并在译文中予以恰当的呈现，使读者能够通过译文感受
到与原文相似的情感体验。

然而，这种对忠实的过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译者主体性的受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压抑
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以确保译文与原文的高度一致。他们不敢对原文进行过多的阐释或发挥，即使遇到文化背
景差异较大、语言表达难以直接对应的情况，也只能小心翼翼地遵循原文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生怕被指责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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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于原文。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
尽可能准确地复制原文，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创造性，
将翻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机械行为。

3.3 传统译者身份形成的原因与背景

传统译者身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涵盖了语言、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同时也受
到翻译目的和受众需求的深刻影响，翻译规范和理论的制约也在其中。

翻译目的多种多样。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侧重点和策略。受众需求也会影响译者的翻
译策略。翻译规范和理论在传统译者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制约作用。翻译规范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的，
被译者群体广泛认可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不同的翻译规范对译者的行为和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要求。
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强调译者的忠实性和客观性，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的活动，有明确的标准和方法，译者只需遵
循这些标准和方法，就能实现准确的翻译。这种翻译规范和理论的制约，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
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6]

四、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

4.1 消解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是翻译过程的主导者。他们不仅承担着语言转换的任务，
还负责处理文化差异、传递原文的意义和风格。随着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中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
摇。

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与技术的融合，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便是这种融合的体现之一。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工具、机器翻译（MT）系统等在翻译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模式。这些技术能够快速处理大量
文本，提供翻译记忆、术语库匹配等功能，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在一些大规模的文献翻译项目中，机器翻译可
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初稿，然后由译者进行后期编辑和校对。这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不再稳固，他们
与机器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主体，形成了一种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需求日益增长，为了满足市场对翻译速度和成本的要求，部分翻译公司采用了工业化
的翻译流程，将翻译任务进行分解，由不同的人员和技术工具协同完成。在这种模式下，译者不再是独立完成整
个翻译过程的主体，而是翻译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其中心地位被进一步削弱。

传统译论中，原作者被视为作品意义的权威赋予者，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者的意图和风格。
后人类主义思潮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译者与原作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后人类主义强调文本的开
放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读者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不断生成和演变。在翻
译过程中，译者不再是原作者意图的被动接受者和传递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
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阐释和再创作，从而赋予译文独特的意义。

后人类主义强调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性和创造性。译者不再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
阐释和翻译策略，与文本进行积极的对话和互动，从而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中。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目标
读者的需求、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写，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4.2 消解的内在机制

后人类主义对人类主体观念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在传统哲学观念中，人类主体被视为具有独特的理性、意
识和自我意识的存在，是独立、自主且具有固定本质的。这种观念在翻译领域的体现便是将译者看作是具有明确
身份和固定角色的主体，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标准，努力实现原文意义的准确传递。

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主体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与技术、自然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的互动中不断演变
和塑造的。这种观念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主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使得译者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元。随着翻
译技术的发展，译者与机器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译者不再是单纯的人类主体，而是与机器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主
体。这种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使得译者的身份不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人类和机器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新的形
态。

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消解的重要驱动力。翻译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极大地改变
了翻译的过程和方式。这些技术的出现使得翻译不再是单纯依靠译者的人工劳动，而是人与机器的协作过程。人
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模糊了译者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翻译系统能够通过深度学习不断提高翻
译质量，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的翻译中表现出超越人类译者的能力。这些翻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翻译的过程和方
式，使得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译者不再是翻译过程的唯一主导者，而是与机器共同参与翻译，
他们的身份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五、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重生

5.1 重生的表现形式

随着后人类主义思潮对翻译领域的渗透，译者身份在经历消解之后迎来了重生，呈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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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其中 “创译者” 和 “协调者” 尤为突出。
“创译者” 这一角色强调译者不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执行者，更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创作者。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的需求以及自身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再创作。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能会对原文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进行适当调整，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

“协调者” 角色则凸显了译者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关键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活动涉及的文化元素愈
发复杂多样，译者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他们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还要考虑目标语
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

译者身份的多元化与动态化是其重生的重要特征。多元化体现在译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身份，而是兼具多种
角色。译者既是语言的转换者，负责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准确地转化为目标语；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将源语文化的
丰富内涵传递给目标语读者；还是翻译技术的使用者，借助先进的翻译工具和技术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动态化
则表明译者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翻译环境、翻译任务和翻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不同的翻译项
目中，译者可能会根据具体需求调整自己的角色和策略。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更新，译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新
的技术，适应新的翻译工作方式，其身份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5.2 重生的驱动因素

技术进步是推动译者身份重生的关键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广泛应用，
翻译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为译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突破，使得翻译效率大幅提高。
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模型，能够通过对海量语料库的学习，快速准确地进行语言转换。谷歌翻译、百度翻译
等在线翻译工具，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文本的初步翻译，为译者提供了便捷的参考。这使得译者能够从繁琐
的基础翻译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具创造性和附加值的工作中，如对译文的润色、文化
背景的解释、风格的调整等，从而实现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者向创译者的转变。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不断加深。这种文化融合
的趋势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译者身份的重生提供了契机。文化融合还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译者不再是简单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而是根据目标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对原文的文化元
素进行创新和再创造，以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翻译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
的趋势。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受众对翻译的要求各不相同，这推动了译者身份的转变和重生。

5.3 重生后的译者身份特点与优势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是重生后的译者身份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传统翻译观念中，
译者的主体性往往受到诸多限制，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而自身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则被压抑。
在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不再被视为原文的被动传递者，而是翻译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

重生后的译者身份对翻译生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传统翻译模式下，翻译生态往往呈现出一种单一、不平
衡的状态，译者的作用相对局限，翻译市场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译者身份的转变促使翻译行业的多元化
发展。随着译者角色的多样化和翻译需求的个性化，翻译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翻译和商务翻译领域，而是
拓展到了更多的领域。不同领域的翻译需求吸引了更多具有专业背景和技能的译者加入，促进了翻译行业的专业
化和多元化发展；译者与其他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在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下，译者与机器翻译系统、
翻译软件等非人类翻译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关系；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译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影响和带动整个翻译生态的发展。优秀的
译者可以树立良好的翻译榜样，推动翻译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他们还可以积极参与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
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为翻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译者身份消解与重生带来的影响

6.1 对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从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到新翻译理论的构建方向，再到翻译
研究范式的转变，都呈现出全新的态势。新的翻译理论需要充分考虑人类与技术的融合，将人机协作纳入翻译理
论的研究范畴。新的翻译理论还需要关注译者身份的多元性和动态性。翻译研究范式也因译者身份的变化而发生
了转变。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分析和语言转换技巧，关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随着译者身份的
消解与重生，翻译研究范式逐渐向跨学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翻译研究开始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翻译研
究的对象也应从单纯的文本扩展到翻译过程中的各个要素。

6.2 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在传统翻译实践中，译者主要依赖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进行翻译，翻译策略相对单一。随着后人类主
义时代的到来，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译者提供了更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使得译者可
以采用人机协作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一些大规模的文本时，译者可以先利用机器翻译快速生成初稿，然后根据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审美判断对译文进行校对和润色。译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翻译任务和需求，灵活运用这些工具，选
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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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简单的翻译任务可能会被机器所取
代，这对传统译者的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翻译市场对译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译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
技能，不仅要精通语言，还要了解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翻译行业还需要加强行业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促进翻译
市场的健康发展。

七、结论

本研究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剖析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揭示其从单一固定向多元动态的转变规律。这一转变
源于后人类主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非人类融合互动，是翻译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翻译理论、实践及
跨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它推动翻译理论向跨学科、多元化转变，革新翻译实践策略与方法，同时为文化传播开辟
新路径，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然而，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深度上，对后人类主义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机制，特别
是翻译技术与译者的复杂互动剖析不足；广度上，主要聚焦文学及部分实用翻译，对新兴翻译领域涉及较少。未
来研究可构建更完善理论模型，结合实证，探究翻译技术对译者思维、决策及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译者与技术
协作中的角色转变。同时应拓展研究范围，纳入新兴翻译领域，全面考察译者身份变化，完善译者身份研究理论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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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solution and Rebirth of Translator Identity from a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Haitao Y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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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humanism, by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emphasizing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and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subverts the single identity cognition of translators as "invisible men" or "servants"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ization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nd globalized cultural exchanges, translators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the sole center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o pluralistic collaborative subjects,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translators, as well as original texts and transl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humanism, translator identities emerge in new forms such as "creative translators" and "coordinators," assuming
multiple roles of linguistic convers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while adjusting dynamically. This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s, while also imposing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ranslator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echnical literac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or identity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emerging translation fields and the deep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technologies and trans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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